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５２期)２０２１(２)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进城农民工家庭生计转型: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７１６７３３０３).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http://www．stats．gov．
cn/tjsj/zxfb/２０２００２/t２０２００２２８_１７２８９１３．html．

就业质量、社会信任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

张经纬1,陈　志2,丁士军3

(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２．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０;

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摘　要　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助推作用.基于２０１５
年CGSS数据构建oＧlogit模型考察农民工就业质量、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与交

互效应,并使用工具变量法消除了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１)农民工就业

质量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高工作回报、短工作时间、自由的工作环境、明确的工作保障、
稳定的工作状态是农民工获得幸福的重要渠道.(２)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其主观幸

福感也相对较高.(３)农民工的工作回报、工作时间与对邻居、亲戚、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

的信任度存在交互效应,表现为农民工对邻居、亲戚的信任能够增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正

向影响;对邻居、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则能够缓解工作时间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

响.提出政府应从加大维护农民工收入、社会保障力度,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等多个方面入

手,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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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发展历程也是追求幸福的历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

民对幸福的定义不再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而是包含了满足精神需要、实现个人身心全面发展等更多

样更高级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为国家现代化建设

作出巨大贡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２９０７７万人,比２０１８年增长

０．８％.其中外出农民工１７４２５万人,比２０１８年增长０．９％①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增强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其主观幸福感与我国民生工作密切相

关.解决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住房、就业和社会信任等问题,提升农民工主观

幸福感,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助推作用.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幸福感的测量与影响因素展开了多学科、多层次的广泛研究,对其内涵及外

延已形成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幸福感可以指一个人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也可以是体验到的情

绪[１Ｇ２].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一般可归结为以幸福为因变量,以人口社会学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制度

因素为主要自变量的函数分析.就业质量与社会资本是上述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学、社会

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从时间配置维度看,人的活动可分为工作时间、个人护理与闲暇时间[３].一方

面,农民工通过工作获取收入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在闲暇时间内,农民工通过社会交往实现信息交

换、建立人际信任和满足心理需求.已有研究多聚焦城市居民或老年人,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社会

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分析相对较少,重点考察农民工社会信任因素的研究更是匮乏.农民工与城



市居民、老年人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工作特征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各群体提升主观幸福感

的主要路径有所不同,已有研究所取得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农民工群体.另外,已有研究较少将社会

信任分解为面对不同对象的信任度指标,这难以反映农民工不同维度的信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单一考虑就业质量或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容易遗漏变量,也会忽视就业质量与社会信任的

交互作用.因此有必要联合农民工就业质量与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展开研究,完善农民工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机制.因此,本研究基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社会信任视角,探讨上述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农民工就业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就业质量”概念由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衍生而来,主要用于综合反映劳动者的就业

状况.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就业质量测度指标,但学者们基本上以工资收入、就业流动性、劳
资关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等维度构建就业质量指标[４Ｇ６].收入是推动农民工走出乡村流入城市的

重要因素之一,其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备受关注.基于“Easterlin悖论”①引发的思考与讨论,学者

们意识到考察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时应注意将收入区分为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但对于收入与幸福

感的关系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卿石松等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是幸福感的决定因素[７];
黄祖辉等则基于CHIP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会损害幸福感[８].

除了收入,就业流动性、就业环境、社会保障也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显示,
由于农民工人力资本不足、工作流动性过大,农民工将会延长劳动时间,以牺牲休息、娱乐、学习作为

代价换取稳定的工作及收入,而过长的劳动时间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及主观幸福感造成严重损

害[９Ｇ１０],不利于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不仅为降低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风险提供制度支持,还
具有为农民工提供“市民身份”的功能,农民工被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内后,会显著提高主观幸福感[１１].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当一个人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后,会提高需求的层次,希望满足更

高级别的需求”.因此,农民工在获得较为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后,将会向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作自由

度等方面提出要求,从而提高个人福利乃至主观幸福感.由此可见,高质量的就业情况是农民工获取

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及其子假设:

H１:就业质量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H１Ｇ１:工作收入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H１Ｇ２:劳动时间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的影响;

H１Ｇ３:获得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具有更多的幸福感.

２．农民工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长期将社会信任作为研究热点,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社会信任与

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社会信任反映了人对陌生人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

成部分[１２],也是衡量社会和谐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学术界通常用“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要和人相处越小心越好?”作为度

量人们社会信任的核心设问,单一维度的度量方法不能充分体现社会信任的复杂内涵[１３].国内学者

基于人际交往的性质与关联,将社会信任分为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特殊信任是建立在血缘、亲情或

友情之上的信任,而普遍信任则是对自己所属团体之外的陌生人的信任[１４].通过将社会信任分解为

多个不同维度的指标,能够实现对社会信任的多方面解读,但无法在不同研究之间直接比较社会信任

总量.因此,不同研究主题应根据各自需要选择社会信任的度量方式.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经济角度看,社会信任能够推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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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asterlin悖论”是指二战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国民幸福程度并没有随着平均收入的增加相应提升.Easterlin最早发现该现

象,故以此命名.



增长[１５Ｇ１６]、降低契约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规模、营造更好的就业环境与创业文化[１７];从人口流动角

度看,社会信任对人口流动存在两面性:在中国农村,人和人之间形成的社会信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劳动力向外流动,但市场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社会信任则起到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１８Ｇ１９];对于

流入异地的外来人口而言,社会信任增进了他们的权力平等感,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民化的社会成

本[２０].此外,社会信任还与农民工的健康、行为决策密切相关:陈其进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信任倾

向能够预测其心理健康水平[２１];越信任他人、自评健康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其行为决策往往更喜好

风险[２２Ｇ２３].
农民工流入城市后必然面临社会资本重构所带来的困境.相比于农村的低隐私、同质性的人格

化社会,城市则是以高隐私、异质性为代表的非人格化社会.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大部分农民工的经

济社会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通过在城市的社会交往转化为私人关系和社会资本的难度巨大,城
市文化观念带来的冲击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民工心理上的不适,形成紧张的城乡人际关系,降低了他们

的社会信任水平,进而降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２４Ｇ２５].此外,已有研究还发现,低质量的就业会损害人

们的社会信任感,而社会信任则影响人们的就业决策,进而影响就业质量[２６Ｇ２７].风险理论指出,是否

信任他人依赖于施信者掌握的资源种类与数量:高工作回报、短工作时间能够使农民工对他人失信概

率作出更准确的估计,同时提高承受他人失信造成损失的阈值;而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

效率,上述分析说明农民工的工作回报、工作时间可能与社会信任存在交互效应.基于此,本研究提

出第二个研究假设及其子假设:

H２:社会信任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H２Ｇ１:农民工对不同群体的信任度均显著正向影响自身的主观幸福感;

H２Ｇ２:社会信任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还受到就业质量的交互作用.

　　二、数据来源、变量描述与模型选择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源自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这是

迄今数据最完整的一轮调查,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执行,调查选取了

全国２８省(市、自治区),共完成个人问卷调查１０９６８份.本研究以“年龄在１８岁以上６０岁以下且目

前的户口登记状况为农业户口/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为条件筛选出农民工样本,将无效样本

剔除后,获得有效样本１６０７个.从样本的年龄分布来看,农民工平均年龄为４０．１９岁,出生于１９８０
年以前的农民工占有效样本的６３．１６％,出生于１９８０年以后的农民工占有效样本的３６．８４％;从样本

的性别分布来看,男性样本占有效样本的５８．８１％,比女性农民工高出１７．６２％;从样本的受教育程度

来看,大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为初中及以下,占有效样本的６８．９５％.

２．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主观幸福感:本文采用对农民工的提问“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测量主观幸福感,
可选项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与“非常幸福”,并依次赋值１
~５.有效样本中,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值为３．８６,分别有１６．９９％、６１．０５％的农民工感到“说不

上幸福不幸福”与“比较幸福”.感到“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的农民工占有效样本的５．９１％.
就业质量: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反映了研究对象的就业状况.基于卢海阳等学者的经

验[４],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将就业质量分为工作回报、工作强度、工作自由程度、工作保障、工作

类型共５个维度７个指标.以农民工上一年工作收入来反映工作回报,并且为了缩小数据波动造成

的误差,对该指标取对数;工作强度的测量指标是农民工上周工作小时数及农民工是否同时兼有多份

工作;工作自由程度由“自主决定自己工作程度”反映;工作保障涵盖２个指标,分别是农民工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情况和参加基本社会保险情况;工作类型由“主要工作是否全职”来衡量,当农民工的职业

非全职时,变量赋值为０;农民工职业为全职时,变量赋值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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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反映了人与人交往的性质与关系,具有维持人们之间合作的功能[１４,２８].本

研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农民工分别对邻居、亲戚、同事、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度作为测

量指标共同反映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原数据将信任度共分为“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
“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并依次赋值１~５;为了降低模型误差,本研究

将“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赋值为０,代表“不可信”;同时将“多数

可信”“绝大多数可信”赋值为１,代表“可信”.
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的影响[２９Ｇ３１].为了控

制其他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虑到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呈现“U”型轨迹,本研究以

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除以１００、受教育程度、主观身体健康程度、民族、婚姻状况以及政治

面貌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婚姻状况以未婚为参照组.
上述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或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 y
非常不幸福＝１;比较不幸福＝２;说不上幸福不幸福＝３;
比较幸福＝４;非常幸福＝５

３．８６４ ０．７６８

性别 x１ 男＝０;女＝１ ０．４１２ ０．４９２

年龄 x２ 真实值 ４０．１９２ １１．４５６

年龄的平方/１００ x３ 年龄的平方/１００ １７．４６５４ ９．６４７

受教育程度 x４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初中未毕业及中专＝２;高中、高中
未毕业及大专＝３;大学及以上学历＝４

２．２１７ ０．９２５

主观身体健康状况 x５ 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或一般＝０;比较健康或很健康＝１ ０．７７３ ０．４１９

民族 x６ 汉族＝０;少数民族＝１ ０．０６０ ０．２３８

婚姻状况 x７ 未婚＝１;已婚＝２;离异以及丧偶＝３ １．９１０ ０．４０３

政治面貌 x８ 群众＝０;中共党员及民主党派人士＝１ ０．１２３ ０．３２８

工作回报 x１０ 上一年劳动收入的对数 １０．１９５ ０．８７７

工作时间 x１１ 上一周劳动时长 ５３．１３２ ２０．３１８

自主决定工作程度 x１２
很少程度上自主或完全不能自主＝０;完全自主或一定程
度上自主＝１

０．６５８ ０．４７４

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x１３ 否＝０;是＝１ ０．８９５ ０．３０７

是否参加基本社会保险 x１４ 否＝０;是＝１ ０．６４７ ０．４７８

是否同时兼有多份工作 x１５ 没有兼职＝０;兼职＝１ ０．０５２ ０．２２１

是否全职 x１６ 否＝０;是＝１ ０．８６１ ０．３４６

对邻居信任度 x１７ 不可信＝０;可信＝１ ０．７４２ ０．４３７

对亲戚信任度 x１８ 不可信＝０;可信＝１ ０．８６５ ０．３４２

对同事信任度 x１９ 不可信＝０;可信＝１ ０．６１７ ０．４８６

对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度 x２０ 不可信＝０;可信＝１ ０．２９８ ０．４５８

　　３．模型选择

由于被解释变量“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是有序的等级变量,为了考察就业质量和社会信任对农民

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参考陈强[３２]和陈鑫等[３３]的经验,采用有序logit模型(oＧlogit模型)进行

估计.本研究的有序logit模型表达式如式(１):

P y＝j|Xi( ) ＝
１

１＋expβXi＋εi( )
(１)

式(１)中Xi为自变量向量,εi为随机扰动项,y 为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观测值,分别赋值为１~５.

假设yi
∗ 为第i个农民工的真实主观幸福感,该值无法直接测量,且符合条件:

yi
∗ ＝AXi＋αi (２)

式(２)中,A 为待估参数,αi为模型截距.令u１、u２、u３、u４为４个临界点,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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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１,y∗ ＜u１

２,u１≤y∗ ＜u２

３,u２≤y∗ ＜u３

４,u３≤y∗ ＜u４

５,y∗ ≥u４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３)

在得到αi和A 的参数估计后,测量结果y 的各个取值概率由式(４)得到.

P y＜j|Xi( ) ＝
expβXi＋εi( )

１＋expβXi＋εi( )
(４)

　　三、实证结果分析

　　１．就业质量、社会信任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分析

本研究首先建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模型,得到模型１;其次,建立社会信任对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模型,得到模型２;在模型１和模型２的基础上,建立涵盖就业质量与社会

信任的回归模型,即模型３.各模型拟合结果详见表２.
(１)就业质量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１与模型３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回报的增

加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由于工作回报变量反映了农民工的绝对收入水平,因此回归

结果也说明绝对收入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未出现“Easterlin悖论”所指的“财
富增加未能带来更多幸福”现象,研究假设 H１Ｇ１得到证实.有国内学者指出,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

响存在“拐点”,只有居民收入越过“拐点”时,其幸福感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３４].本研究中的

农民工年平均收入仅为３８６９６元,低于２０１４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５６３６０元①,农民工的年收入未越

过“拐点”.因此,增加绝对收入仍是农民工获取更高幸福感的重要渠道.
在模型１与模型３中,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对主观幸福感存在负面影响,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越长,

其主观幸福感越低,研究假设 H１Ｇ２得到证实.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不超过４４小

时,但本研究中,农民工平均一周工作时长为５３．１３小时,过长的劳动时间会导致休闲时间偏少,可能

对农民工身心健康造成损害.农民工从事兼职工作既增加劳动收入也增加劳动时间,兼职工作对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劳动收入与劳动时间的净效应,模型１与模型３回归结果均说明上述净效应

为正向效应,农民工为了获取更多收入而牺牲业余时间来从事其他工作,从而提高自身的主观幸

福感.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这是因为基本医疗保险能够较好地降低

农民工应对疾病所付出的成本,改善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３５],表２的回归结果

支持了上述分析.此外,从事全职工作的农民工拥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这说明工作的稳定性也是农

民工获取幸福的来源之一,工作的不稳定会对农民工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研究

假设 H１Ｇ３得到证实.
(２)社会信任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表２的结果显示,农民工对不同群体的平均信任程度

从高到低依次为:亲戚＞邻居＞同事＞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社会信任能够提升农民工的主观幸福

感,对邻居、亲戚及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越信任的农民工,其主观幸福感越高,假设 H２Ｇ１得到部分证

实;社会信任推动了农民工融入城市,但不同维度的社会信任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边际作用存在差

异:农民工能够从更加亲近的群体中获取更多的幸福感.以上结果说明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人际关

系具有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特征.注意到农民工对同事信任度的提升并不能显著影响

自身主观幸福感,实证结果与假设 H２Ｇ１有所差别,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农民工与同事血缘、
地缘关系相对疏远,两者工作外利益交集较少,但在工作中又可能存在竞争关系.另外,业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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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使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从人格化关系向非人格化关系过渡,相比于信任亲戚、邻居与同事,农民

工信任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能够获得更大的幸福效应,因此不可忽视业余活动对农民工主观

幸福感的正面作用.
表２　就业质量与社会信任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系数 标准误

模型２
系数 标准误

模型３
系数 标准误

就业质量

工作回报 ０．１２３∗∗ ０．０６３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７

工作时间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自主决定工作程度 ０．４７１∗∗∗ ０．１２１ ０．４３６∗∗∗ ０．１２０

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０．６２８∗∗∗ ０．１７４ ０．６３２∗∗∗ ０．１７４

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０．２１８∗ ０．１１８ ０．１８０∗∗ ０．１１９

是否同时兼有多份工作 ０．６１６∗∗∗ ０．２３６ ０．５４２∗∗ ０．２３１

是否全职 ０．２８７∗∗ ０．１５３ ０．２９２∗ ０．１５３

社会信任

对邻居信任度 ０．２３０∗ ０．１２９ ０．２２８∗ ０．１３０

对亲戚信任度 ０．２６２∗∗ ０．０６５ ０．２６４∗∗ ０．１３６

对同事信任度 ０．１４０ ０．１１９ ０．０８７ ０．１２２

对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信任度 ０．２９９∗∗ ０．１１７ ０．２６６∗∗ ０．１２０

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０２５ ０．１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１０８

年龄 －０．１６０∗∗∗ ０．０３０ －０．１４４∗∗∗ ０．０３３ －０．１６０∗∗∗ ０．０３４

年龄的平方/１００ ０．１１６∗∗∗ ０．０３５ ０．１７１∗∗∗ ０．０３８ ０．１８９∗∗∗ ０．０３６

受教育程度

初中、初中未毕业及中专 ０．４５６∗∗∗ ０．１４１ ０．５０５∗∗∗ ０．１３７ ０．４１４∗∗∗ ０．１４１

高中、高中未毕业及大专 ０．３２８∗∗ ０．１７５ ０．４７１∗∗∗ ０．１６８ ０．３３２∗ ０．１７６

大学及以上学历 ０．４５０∗ ０．２２４ ０．７１９∗∗∗ ０．２０６ ０．３６６∗ ０．２２４

主观身体健康状况 ０．７６９∗∗∗ ０．１２７ ０．７５７∗∗∗ ０．１２４ ０．７６４∗∗∗ ０．１２７

民族 ０．１０９ ０．２１５ ０．０３２ ０．２１１ ０．０７８ ０．２１５２

婚姻状况

已婚 ０．８４９∗∗∗ ０．１９８ ０．９４０∗∗∗ ０．１９６ ０．８４４∗∗∗ ０．１９９

离异以及丧偶 ０．４３２ ０．３１８ ０．３７８ ０．３１４ ０．３８４ ０．３１８

政治面貌 ０．１０４ ０．１７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６８ ０．０３９ ０．１７４

　注:各变量以最小值选项为参照组;∗∗∗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２．就业质量与社会信任的交互效应分析

王宁等从组织沟通入手,发现人际信任在组织共同与工作投入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该研究一定

程度上说明在职场内部,信任是能够影响工作投入的[３６].类似地,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反映农民工的社会态度,是否会影响农民工劳动的投入和产出、从而起到对主观幸福感的交

互作用? 表２中的模型分别考察了农民工就业质量与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没有考察两

者的交互关系.为此,本研究接下来建立就业质量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加入模型中.模型拟合结果

如表３所示.
模型拟合结果表明,农民工对邻居以及亲戚信任度能够增强工作回报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

假设 H２Ｇ２得到证实.这是因为农民工能够通过与亲戚交换信息、相互协助,实现工作与生活上的决策

最优.从其他视角来看,工作回报较高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加大与邻居、亲戚往来的支出,提高与邻居、
亲戚间的互信带来的幸福感.田北海等指出,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以工具性交往为主,情感性交

往相对较少[２４].而表３反映了农民工对邻居及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度均能降低工作时间

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两种交互效应中的前者只在模型４(oＧlogit)中显著.这是因为与邻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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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互信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有更大机会获得来自多方面帮助,基于信任基础上的人

际交往也给农民工带来心理支持,在工作中表现出良好的状态.考虑到业余活动包含更多的情感交

往因素以及表３各指标显著性、回归系数的差异,可以认为当前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仍然以工具性交往

为主,但不可忽视情感性交往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交互作用.
表３　就业质量与社会信任的交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４(oＧlogit)

系数 标准误

模型５(oＧprobit)

系数 标准误

工作回报×对邻居信任度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工作回报×对亲戚信任度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

工作时间×对邻居信任度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工作时间×对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信任度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注:表３仅列出影响显著的交互项,引入的其他变量与表２一致.

　　３．农民工就业质量、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状况存在性别上的差异,表现为女性的就业机会等方面普遍

低于男性[３７Ｇ３８],因此农民工性别差异也许会导致提升幸福感的路径有所不同.表４反映了农民工就

业质量、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总体上看,就业质量对男性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维

度更多、程度更大,而社会信任对女性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加明显.社会背景与家庭内部分工

因素能较好地解释上述现象:农民工群体的工作收入与社会地位普遍较低,为了获取更多收入且兼顾

对家庭的照料,农民工家庭内部形成分工,男性作为务工的主力,而女性则以务工作为家庭收入的补

充.男性农民工在获取收入方面负担更重,因此他们会更希望工作回报、工作强度获得改善;此外,社
会上仍然存在忽视女性工作权益现象,这使女性农民工相比于男性更希望参加基本保险,以保障自身

的工作权益.群际接触理论指出,增加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能够有效改善群体间的关系[３９].女性

农民工需要在照料家庭成员方面付出更多精力,这一定程度上为她们利用休闲时间与不同群体往来

提供便利,既提高对外界不同群体的信任度,也通过社会信任获取更多的幸福感.
表４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６(男性)

系数 标准误

模型７(女性)

系数 标准误

就业质量

工作回报 ０．１７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１

工作时间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自主决定工作程度 ０．４０６∗∗ ０．１５７ ０．４６５∗∗ ０．１０１

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０．４１１∗∗ ０．２２７ ０．９９８∗∗∗ ０．２８３

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９ ０．２０１ ０．１８４

是否同时兼有多份工作 ０．７９６∗∗∗ ０．３８３ ０．７８８ ０．３８１

是否全职 ０．３０５∗ ０．１９５ ０．２０４ ０．２６０

社会信任

对邻居信任度 ０．４７３∗∗ ０．１７６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１

对亲戚信任度 ０．１２１ ０．２３０ ０．２７８∗∗ ０．０５１

对同事信任度 ０．０１７ ０．１６３ ０．１８８ ０．１２４

对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信任度 ０．３１５∗∗ ０．１５７ ０．１９０∗ ０．０９３

　注:模型中引入的控制变量除性别外与表２一致.

　　４．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本研究在已采用oＧlogit回归探讨农民工就业质量、社会信任对主观

幸福感的主效应的基础上,引入oＧprobit模型及 OLS模型作为对比.若oＧlogit、oＧprobit和 OLS模

型的变量显著性没有较大变动,可以认为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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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表２和表５发现,各自变量的显著性基本一致,且系数方向没有变化.可以认为,本研究的

模型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８(oＧprobit)

系数 标准误

模型９(OLS)

系数 标准误

就业质量

工作回报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５

工作时间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自主决定工作程度 ０．２５８∗∗∗ ０．０６５ ０．１６１∗∗∗ ０．０４５

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０．２９７∗∗∗ ０．０９８ ０．２０９∗∗∗ ０．０６４

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３

是否同时兼有多份工作 ０．２９４∗∗ ０．１３３ ０．１８７∗∗ ０．０８４

是否全职 ０．１８５∗ ０．０９０ ０．１７０∗ ０．０５８

社会信任

对邻居信任度 ０．１３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７

对亲戚信任度 ０．１４９∗ ０．０９３ ０．１２５∗∗ ０．０６０

对同事信任度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４

对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信任度 ０．１５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２

　注:模型中有关变量已得到控制;各变量以最小值选项为参照组.

　　５．内生性问题处理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由于数据和变

量的限制,可能存在农民工为了获取更多幸福感而选择从事劳动时间较短的工作,即样本“自选择”问
题.为了降低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所带来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SLS),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设置虚拟变量“工作稳定性”并作为工作时间的工具变量:当农民工的工作单位类型属于

“自雇或无单位”“其他”时,“工作稳定性”取值为０,代表工作不稳定;当工作单位类型属于“公务员或

事业单位”“企业”时,“工作稳定性”取值为１,代表工作稳定.通常而言,公务员、企业等单位的工作

时间相对稳定,而自雇、打零工等工作时间不确定性较大.Hausman检验的P 值为０．２０２,说明工具

变量是外生的.

２SLS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对工作时间影响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

正,农民工从事更稳定的工作会显著减少工作时间,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性条件得到满足;

F 值为１３．３８３,高于临界点１０,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引入工具变

量“工作稳定性”并控制相关变量后,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

著为负,说明过长的工作时间会损耗主观幸福感,见表６.
表６　农民工工作时间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２SLS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第一阶段(因变量:工作时间)

系数 标准误

第二阶段(因变量:主观幸福感)

系数 标准误

工作稳定性 －０．２９０∗∗∗ ０．０５４ — —

工作时间 — —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F 值 １３．３８３ —

　注:模型引入的控制变量与表２中的一致.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２０１５年CGSS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和交

互效应,得出以下结论:(１)农民工就业质量能够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收入偏低使农民工群体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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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现“Easterlin悖论”.高工作回报、短工作时间、自由的工作环境、明确的工作保障是农民工获得

幸福感的重要渠道.(２)农民工不良健康状况带来的负担会降低主观幸福感,不良健康状况降低幸福

感的途径既来自主观感受,也来自恢复健康所带来的经济负担.(３)农民工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具

有显著影响.对邻居、亲戚以及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度越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在城市

中参加业余活动是农民工融入非人格化社会的重要渠道.(４)农民工就业质量、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对亲戚和邻居的信任能够正向促进工作回报所带来的主观幸福感,对邻居、
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则可以缓解工作时间对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影响.(５)农民工就业质量

与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存在性别差异.改善劳动收入、工作时间对男性农民工提升主观

幸福感作用更明显;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维度较少,女性农民工更希望基本医疗

保险方面的权益得到保障.
基于研究结论,得出了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工作收入目前仍然是影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

因素.对于不良企业拖欠工资、恶意压缩员工收入等现象,政府加大打击力度,并不断完善相关的劳

动法规,保障农民工及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遏制上述现象的发生;除了关注收入问题,政府还需要完

善市场机制,营造健康有效的环境,增加对农民工职业培训、自主创业的投入,为农民工高质量、多途

径就业提供支持.第二,加强对农民工权益尤其是生理健康权益的保障力度.对于定期为农民工提

供体检服务的企业,政府可以适当提供补贴予以支持.督促企业依法依规为农民工购买基本医疗保

险、基本养老保险,降低农民工在就业、疾病等领域的风险冲击.第三,政府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增强

城市的包容度,消除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偏见;严厉打击各类失信行为,提高失信的机会成本,为建设

遵纪守法、团结互助的和谐社会,增强城市的包容度奠定基础,推动农民工在城市中平等就业与生活.
第四,充分发挥社区治理机构的相关职能与优势,对农民工群体展开专项访问调查,了解该群体的诉

求,关心农民工生活状况;同时,积极举办多种文化活动以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增进农民工与不同

群体的社会交往与互信程度,从精神、心理层面上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以及留居城市的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囿于数据局限性,本研究保留样本的比例较低,样本的代表性、结论的外部有效性

有所下降,在获取后续数据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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